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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previous studies on Japan ’s diplomacy and decision-making 

often focused on the Minister and the Navy. The emperor ’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s and deeds in the 

war was often limited to edicts, edicts, and official propaganda. The real role played in decision-making. So 

that there are some views that the emperor is not pro-political, but only confirms the opinions of the cabinet 

ministers.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memoirs and letters to take the two nodes before the Kowshing Incidentand 

the attack of Chihli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real image of Emperor Meiji's decision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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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午战争时期，关于日本的外交和决策，以往的研究常常着眼于重臣和陆海军，而天皇在战争中所表

现出的言行的认识，往往局限于诏书，敕令以及官方的宣传，很难探究其在决策中所扮演的真正作

用。以至于有一些观点认为，天皇不亲政，只是对阁臣的意见加以确认而已。而本文将借助回忆录与

书信，以“高升号”事件与进攻直隶之前两个节点为例，初探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中的决策的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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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月 11 日史料与明治天皇 

关于甲午开战时日本的决策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

中在对军方和政府重臣的研究，而关于明治天皇在战争

中表现的深入探讨则较为匮乏。而日本学者在提及明治

天皇对战争的态度时，往往会引用这一条史料： 

 

《明治天皇纪》1894 年（明治 27 年）8 月 11 日

条： 

十一日，由于进行对清国宣战的奉告祭，早上八点

对贤所、皇灵殿、神殿进行装饰，供奉御馔和币物，当

时天皇并未起驾，由式部长侯爵郭岛直大进行代拜，并

奉上祝词…… 

在此之前，公布宣战诏书的时候，宫内大臣子爵土

方久元候在御前候着，等候关于向神宫和先帝陵敕使人

选的谕旨。天皇说：“这次的战争速来不是朕的本意，

既然阁臣上奏说这场战争是不得已之举，朕只是允许了，

但向神宫和先帝奉告这件事情，对朕来说实在是苦恼。”

土方久元听了之后感到十分惊讶，进言道：“既然已经

裁可了宣战诏书，如果您再做出这样的指示的话，实在

是太不合适了。”此话突然触及逆鳞，天皇说：“不要再

说了，朕再也不想看到你了。”……[1] 

 

对于这条史料的解释，藤村道生认为“开战外交是

在连明治天皇也没有充分同意的情况下,超越了天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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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而进行的”[2]而信夫清三郎则认为天皇在中日战争

的问题上是和平反战的。 [3] 

但是在距离这条史料不远处，《明治天皇纪》中便

写道：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侍从长侯爵德大寺实则来到

了久元的官邸，传达了速速选定敕使的人选奉呈给天皇

的圣旨，久元赶快去大内，到御座所见天皇，天皇龙颜

极好，与平常毫无二致，直接同意了上奏的内容。 [4] 

 

从以上记载来看，既然明治天皇对于宣战并不排斥，

那么该如何理解 1894 年（明治 27 年）8 月 21 日的这

一插曲呢？宇野俊一认为，天皇作为拥有大权的君主，

决定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在其心中引发

了强烈的动摇。但这种动摇，是在开展近两个月之后，

外交交涉困难、无法充分看清英国和俄国的意图的情况

下进行宣战。关于战局的前途，在无法确定地保证能否

获得制海权的情况下，肩负着向皇祖皇宗和先帝奉告的

责任时的动摇。是毫无经验导致的面对大决断时的恐惧

的发言，而事实上根据土方的描述，在之前的 6 月 24

日，天皇还进行了积极地发言，其前后的摇摆不可谓不

大。[5]类似地，唐纳德 恩基认为，由于当时的外国媒

体一致预言，一旦日本丧失了遵守纪律和做好战事准备

这一最初优势，清国将取得胜利，故当时的明治天皇担

心日本不是清国的对手。[6] 

可是如果仅仅依靠《明治天皇纪》这样的官方记载，

或许无法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现场，如黄尊严、陈德金

的《明治天皇与甲午战争》，其中多使用当时的宣传话

语，自然只能得到天皇义勇向前，激励将士的结论。[7]

我们有必要通过一些侧面的史料来看明治天皇当时的

举动。 

在陆奥宗光 7 月 28 日给伊藤博文的书信中，这样

写道： 

刚刚炮击了英国旗的船只，由于还没有从西乡那里

得到任何汇报，如今能做的只有发函催促。此事关系实

在是甚大，且几乎无法推测其结果，我为此忧虑不堪。

如果又将其他旅团向朝鲜增发，事到如今也没有其他办

法，只能循序渐进地进行，但是如果到了清国士兵不来

韩地，或者只维持两三千人的少数士兵，我方没有增兵

必要的情况下，如果我方再继续增兵，不仅第三国肯定

会起疑心，连大院君等人也会起疑惧之念。如果在这期

间，清国再进行其他的离间行为，恐怕朝鲜会再次倒向

变得以来清兵。此外大院君最大的愿望便是向闵妃一族

复仇，并非一定要选择以来清国或者日本之中的任意一

方。虽然清国过去一贯支持闵妃一族，但如果形势一变，

不会不和大院君保持一致。现在由于大鸟的“指挥棒”，

让大院君等非常配合，从最开始就非常依赖我国，此外，

细说的话绝对不可让其再和清国有合作的情形。而如果

让大院君对我们的举动产生疑虑的话，就会变成鸡飞蛋

打、两头落空的情形，实在是太遗憾了。昨天来参谋本

部相谈，从釜山开来的船停驳在仁川，接通了电报，向

大鸟发送了数通包含种种忧虑的电报，到了昨天晚上到

底还是派了六艘船，在这通讯中断的时候，突然大兵进

入韩地，大鸟估计会感到非常困惑，感叹“万事已矣”

吧。正在此时，仰仗天皇英断，天皇认为，增发大兵的

事情，暂时推迟是不合适的！（大兵増発の義一時見合

せ候義相叶う間敷哉）这使我忧虑不堪……[8] 

 

在高升号事件之后的紧张时刻，陆奥宗光也失去了

准确的判断，“此事关系实在是甚大，且几乎无法推测

其结果”，日本一方面对于英国的追责十分惧怕，另一

方面又怕继续增派军队向朝鲜半岛会造成不利的后果：

让第三国起疑心，还有可能使得大院君彻底倒向清国。

在陆奥宗光和大鸟圭介都举棋不定的时刻，天皇并未迟

疑，决定不推迟向朝鲜增派军队。 

那么该如何理解天皇在 8 月 11 日的态度呢。根据

《日本外交文书》，在高升号事件之后，末松谦澄像政

府的报告书中写到：“关于本事件，在万国公法上我浪

速舰的行为该如何界定，简单地说，如果说其行为没有

失当之处，那么持有公平立场的批评家就不应该有疑惑

了” (《日本外交文书》第 27 卷，第 2 册，第 727 号

文书)。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也发电，报告英国政府认为

击沉高升号事件的主要责任在日本（《日本外交文书》

第 27 卷，第 2 册，第 724 号文书）.据此也就不难理解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决策者所面临的处境。同时，在此事

之前，陆奥还曾压下了天皇关于进攻牙山暂缓的指示，

使得天皇大为不满。[9]故天皇在向神宫和先帝奉告时产

生动摇并且向土方久元大发雷霆，一改 7 月 28 日时的

激进，可以说是因为对英国干涉的恐惧，对战争前途的

不确定以及对阁臣不满的共同结果。  

然而这种动摇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很快，明治天皇

便开始如常地对战况作出指示，如八月十五日侍从长德

大寺实则给伊藤博文的信件: 

 

昨日圣上下了指示，鉴于将来之战况，关于您所提

的第二军编成的事情，圣上的指示是现在大本营还没有

消息，所以可以取消命令……[10] 

 

而在八月十三日，在德大寺给伊藤博文的书信中也

有提到，天皇对于伊藤博文上奏内容的意见： 

 

您之前上奏的关于向朝鲜国输送三个师团的士兵

的事情，由于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有五个师团的兵力而且

足够调配，可以将三个师团的兵力调往其他需要的地方，

只是由于耗费经费很多，暂缓调三个师团向韩地出兵的

事情需要向川上参谋通知，圣上希望您能多多汇报。[11] 

 

在这两则日记中，天皇都积极地对编成第二军和有

关军费的事情做出了直接的指示，都体现出其对战局的

直接掌控。正如远山茂树所批判的那样，“天皇不批判

论”并不存在，实际上，在明治时期，天皇一直是作为

“亲政君主”而存在，并掌握着军事与政治的实权的。
[12]但是，作为“亲政君主”的天皇，在“高升号”事件

之后的国际压力下，天皇所表现出的暴躁与不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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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兵问题上的草率与冒进，我们很难说是一位理性而

冷静的指导者。 

 

那么，面对天皇的亲政，明治重臣的态度又是如何

呢？ 

2.进攻直隶时的天皇、伊藤与陆奥 

1895 年 3 月，日军制定了进攻直隶平原的计划，

即“直隶平原决战计划”，《明治天皇记》记载道天皇认

为“应当借机亲率大本营移往旅顺半岛，之后再移往洋

河口，虽然天皇表达了其意愿，但在有司以健康为理由

的大力劝阻下，天皇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在这一天任

命了征清大都督（小松宮彰仁親王）。”[13] 

明治天皇狂热地支持“直隶平原决战计划”和当时

的军队风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陆奥宗光讲：“当时

军人社会的气焰，仿佛是不能亲自渡一次黄海的波涛，

不能踏一次爱新觉罗家的地，就不齿于与其同列一般” 

[14]，而此时的明治天皇似乎已经陷入这样一种狂热情

绪之中，兴致勃勃地策划自己“御驾亲征”的场面。 

但是，战争的走向并未按照天皇的设想发展，事实

上，继续进行战争已经是困难重重。伊藤博文和陆奥宗

光都有自己的想法。 

 

伊藤博文面对进攻直隶的计划，认为“国内海陆军

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

需固已告缺乏”并表示道：“如果果真如此，达其所望，

清国便会变得满洲朝廷震骇、暴民四起，乃至土崩瓦解，

成为无政府状态，便是可让中外齐声高唱的结果，尽管

我国迄今为止都竭尽全力避免世界各国的干涉，但由于

各国保护其商民乃是最关乎利害的事情，必然会到实施

共同干涉的地步，如果这样，岂非是自己招致各国的干

涉吗？……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清廷仍在犹豫，仍不像

我请降的话，便更进一步……乘水陆连胜之余勇，攻陷

山海关，进逼天津北京也尚不晚。”[15] 

伊藤博文一方面认识到日军的补给已经逐渐支绌，

一方面认为，假如“直隶平原决战计划”成功，导致满

清政府垮台，导致中国变成无政府状态，那么便会招致

各国的干涉，使得日本自开展以来避免日本干涉的方针

功亏一篑，所以对中国应当以劝降为主。 

而陆奥宗光的计划似乎要更进一步，正如前文所述，

1895 年 3 月上旬，大本营决定实施直隶平原作战，而

天皇也表示想要前往旅顺。但是，就在 2 月初，中国派

往广岛的讲和使者，由于缺失全权委任状为由，被日本

方面拒绝进行谈判。 

关于张荫桓、邵友濂赴广岛进行的此次谈判，以往

的研究倾向于认为缺失全权委任状不过是借口，是由于

日本方面有意拖延，以期在战场上求得更大利益，加之

中国方面准备不足造成等原因造成的。[16]然而，陆奥

宗光在他著名的回忆录《蹇蹇录》中，却提出了完全不

一样的看法。 

 

广岛谈判破裂、张、邵两使归国之后，欧美诸国对

日清事件的视听变得更加敏锐。拒绝清国使者的事情使

他们有了口实，使他们觉得在这之中就算没有阴谋和异

心，也充满了不是与讶异，对我国将来的举动有了很深

的猜忌之念……故余无论如何也要诱导清政府尽可能

早地再派讲和的使臣，尽快停止战斗，恢复和平，使列

国视听一新。[17] 

 

陆奥宗光的《蹇蹇录》在其临去世前作成，之后长

期被列于禁书的行列，直到 1930 年代才允许公开发行，

反应了不少明治时期的外交内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陆奥宗光意识到，广岛谈判的破裂极有可能使欧美对日

本产生疑心，日本亟需快速结束战斗进入和谈，甚至连

春天都不应该等。这与明治天皇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

而事实上，也正是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主持了对清朝

停战后的谈判工作，战争也并未到“直隶决战”的地步

便结束了。 

3.结语 

中塚明认为，在围绕甲午战争的外交时，日本存在

一个“二重外交”的外交体系，一个是以陆奥宗光等阁

臣为核心的外交体系，一个是以军队为核心的外交体系。
[18]而明治天皇的态度恰恰和军队的态度相一致，并如

前文所述，明治天皇在多处政策上都与内阁大臣发生过

龃龉，且其态度亦多有反复。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以

下几点，首先，天皇不亲政论在甲午战争时是不成立的，

近臣的日记的书信证明明治天皇会针对战争下达具体

命令，而非只是承担礼仪职责。其次，天皇在许多决策

上偏向激进，甚至会做出不理智的判断，且其态度易变。

最后，天皇的命令虽然有效，但无法真正左右政策，在

阁臣反对的情况下，大的方针仍然由总理和外相决定。 

在这样一个二重外交体系下，天皇的位置是耐人寻

味的，一方面天皇以绝对君主的姿态出现在宪法上，另

一方面又像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中倡导的那样，

只是一个不同的权力机关，或者或许可以称之为“元老

中比较特殊的一个”。虽不是不亲政，但也无法起到关

键作用。这种非绝对的地位使得一个作为普通人的天皇

在冲动或者动摇时不至于影响大政，但是，这样一种暧

昧状态下的体制在甲午战争时，由于枢密院元老都尚在，

不会造成“令出多门”的问题，但也埋下了后世政治混

乱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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